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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社會投資與女性貧窮： 
生命歷程政策的觀點

葉崇揚

壹、前言

女性貧窮一直以來都是社會政策最

重要的核心議題，同時也是臺灣學界與實

務界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之一。臺灣過去

的研究以及應對女性貧窮問題的政策都是

架構在傳統典型工業社會與男性養家模式

（male-breadwinner model）中對於女性貧

窮的思考。因此，過去臺灣女性貧窮議題

的研究，大多著重於家庭結構的變化，如

女性單親家庭比例的成長以及女性戶長家

庭的大幅成長、女性在勞動市場受到不平

等的待遇等等結構性因素，而這些議題在

臺灣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實務中越來越

重要（李淑容，2006；呂朝賢，1996；李

安妮，1998；王德睦、何華欽，2006；薛

承泰，2004）。

然而，我們必須要理解到在後工業社

會中，甚至開始進入所謂的AI社會中，

女性貧窮的本質以及相對應的思考已經不

同於過去的工業社會女性為戶長的家庭型

態，已經逐漸地越來越重要；同時，後工

業社會的勞動市場也提供女性大量的就業

機會，但是女性就算在全職工作上，其在

服務業部門的低薪工作比例也較男性為

高，且在部分工時工作上，女性所占的比

例也遠遠高於男性（Crettaz, 2011; Peña-

Casas & Ghailani, 2011）。換句話說，當

代對女性貧窮本質與型態的想像已經不同

於工業社會建立在男性養家模式那樣，不

僅是因為女性的生命歷程的假設已經不同

於工業社會，同時女性的角色也被期待

從照顧服務的提供者以及依賴者，開始

逐漸地轉變成為生產者與照顧提供者的

雙重角色；再加上社會經濟結構性的問

題，使得在後工業社會中，工作與雙薪家

庭也不見得可以保障家庭脫離貧窮與社

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困境與問題

（Crettaz, 2011; Goldberg, 2010）。

為什麼女性貧窮的議題在當代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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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的討論很重要呢？女性貧窮往往會

涉及到兩個層次上的問題。第一，在總

體層次上，福利國家的財政問題。降低

女性貧窮，大多會透過促進女性就業的政

策措施，藉由增加女性就業，不僅將會有

助於女性的經濟獨立，而且增加家戶的經

濟資源，進而脫離貧窮。而越來越多的就

業人口將會有助於解決福利國家日益惡

化的財政問題（Esping-Andersen, 2002c; 

2009）。其次，促進女性就業解決女性貧

窮，有助於解決兒童貧窮的問題。女性貧

窮往往會與兒童貧窮掛勾在一起，在實證

上也是如此，因此如果能夠有效地解決

女性貧窮，將會有助於兒童貧窮的解決

（Esping-Andersen, 2002a; 2016）。而兒

童貧窮的解決，將會有助於兒童的早期發

展，並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累積以及教育成

就的取得。而這是取得良好勞動市場位置

的基礎（Esping-Andersen, 2002a; Giddens, 

1998）。

本文，並非是一篇實證研究的文章，

更多是嘗試著說明在後工業社會中，女性

的生命歷程以及角色的差異，同時興起的

新社會風險（new social risks），使得女

性貧窮的本質與型態已然與過去工業社會

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嘗試著從社會投

資（social investment）的政策理念，提出

一個建立在以女性生命歷程為基礎的政策

思考。

貳、 從工業化到後工業化下的

女性貧窮

一、工業化下的女性貧窮

從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一個最

重要也是當代福利國家最核心的特徵即是

勞動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個人在工業社會中，因為沒有生產工具，

必須開始依賴僱傭關係所獲得的薪資所

得，若喪失薪資所得即容易陷入貧窮；且

家庭結構是立基於男性養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因此，在個人生命

歷程中，有三個時期容易落入貧窮狀態

（Rowntree, 2001）：兒童時期、成年時

期結婚生育小孩之後以及老年時期（退休

階段）。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即是

立基於此，並隱含著當作為養家者的「男

性」遭遇社會風險而退出勞動市場時，家

庭落入貧窮的風險即會提高，而社會救助

體系即是當家戶落入貧窮之後的社會安全

網（social safety net）。而「女性」被視

為依賴者（以及照顧提供者），其經濟地

位即是依附於男性養家者的狀態。而此一

依附於男性的狀態，也會隱含著如果傳統

家庭型態如果崩壞，譬如形成女性為戶長

的單親家庭型態，就會容易落入貧窮。

「貧窮女性化」即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脈

絡所產生的現象與概念（李淑容，2006；

Goldberg, 2010; McLanahan & Kelly, 2006; 

Pear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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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顯示女性單親家庭、女性

戶長，落入貧窮及經濟劣勢的狀況相對於

男性更為明顯，而且該現象並未因政府提

供之社會福利政策補助，或因「貧窮女性

化」的議題因此引起廣泛的重視與討論而

有顯著改善（李淑容，2006；Goldberg, 

2010; McLanahan & Kelly, 2006）。臺灣

研究大多認為貧窮女性化並沒有非常明

顯。薛承泰（2004）的研究發現，與1990

年前的貧窮女性化趨勢相比，其共同點在

於臺灣女性戶長家戶比例呈現上升的現

象，而且貧窮女性戶長家戶比例也呈現上

升，女性戶長貧窮率皆高於男性戶長貧窮

率，但是貧窮女性化的趨勢仍然需要持續

的觀察；且他同時發現，「成為單親」並

非是臺灣女性戶長家戶落入貧窮的主因，

而是「有依賴子女」才是重要的解釋因素

（薛承泰，2004）。其他研究，也大多支

持類似的看法（呂朝賢，1996；王德睦、

何華欽，2006）。不過，李安妮（1998）

認為此種觀點是因為我們忽略家庭內權力

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家戶內的經濟資

源並不會平均分享，而是往往是根據權力

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分配。在最小分配原

則下，女性貧窮的比例就會大幅上升。

Peña-Casas & Ghailani（2011）也支持類

似的看法，也就是說，當我們如何假設家

戶內的經濟資源的分配時，就會決定女性

貧窮的比例。因此，女性貧窮有可能是比

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

二、後工業化下的新社會風險與女性貧窮

在後工業社會中，女性貧窮的本質，

不僅是單純的產業結構逐漸的從製造業轉

變為服務業，而且服務業提供大量的就業

機會，讓過去其經濟地位是從屬於男性的

女性開始大量進入勞動市場，雖然其勞動

市場的薪資以及地位依然受限於男性為主

的勞動市場而處於劣勢的地位，但是至少

促進女性開始從依賴者的角色轉變成為生

產者的角色（Crompton, 2006）。而此一

後工業化的轉變，不僅改變過去標準化的

個人生命歷程，同時也改變了家庭與性別

角色。

首先，家庭與性別角色的改變。

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參與有酬工作，

讓女性可以從依賴者轉變成生產者，但

是，這並非意味著女性並不用承擔照顧

的角色，而是可能同時必須面臨照顧提

供者以及生產者的角色（Crompton, 2006; 

Misra, Budig & Boeckmann, 2011; Taylor-

Gooby, 2004）。因此，女性在後工業社

會中，最重要的一個挑戰即是面臨平衡

工作和家庭（work-life balance）方面的

困難（Morgan, 2006; Taylor-Gooby, 2004; 

van Breeschoten & Evertsson, 2019）。

Hochschild & Machung（2012）所著的

《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即是描

述此一現象的經典著作。她們指出延續過

往工業社會時代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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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便在後工業社會，女性走出家門進

入職場就業，依然還是被賦予要兼顧家庭

生活與家務維持的責任，導致有「第二輪

班」的處境（Crompton, 2006; Hochschild 

& Machung, 2012）。因此，女性的個人

生命歷程中，在面臨這樣的工作與家庭照

顧責任之間的兩難時，就會容易因為面臨

生育、養育小孩以及老人照顧等家庭照顧

責任，而中斷工作職業生涯，退出勞動市

場，女性就會再度回到照顧提供者以及

依賴者的角色，而其經濟地位就容易再

度從屬於男性（Crompton, 2006; Esping-

Andersen, 2016）。如何協助女性維持工

作與家庭責任之間的平衡，變成當代福利

國家的重要課題。

其次，女性就業代表著經濟的獨立，

因此其女性經濟地位與貧窮問題，會逐漸

地與男性經濟地位脫鉤。圖2-1，顯示了

當代主要福利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主

要選擇了三個東亞福利國家，以及分別代

表三種福利體制的瑞典、德國和英國，以

及荷蘭。基本上，不論是歐洲福利國家或

者是東亞福利國家，在過去三、四十年之

間，世界各國的女性勞動參與都開始大幅

的上升（Pfau-Effinger & Smidt, 2011）。

其中，荷蘭為解決只有福利沒有工作的

困境，而採取彈性安全化（flexicurity）

的福利改革策略，使得女性勞動參與率

大幅上升到2018年的75.8%（Burri, 2009; 

Visser, 2002）。瑞典在1980年代之後，女

性勞動參與率就已經超過70%，主要是因

為在1960年代時為了解決其勞動力短缺的

問題，瑞典政府決定透過家庭政策協助女

性能夠進入勞動市場（Morgan, 2006）。

英國在後工業化的進展下，女性勞動參與

率逐漸增加，主要是透過設立反歧視法，

保障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盡可能地不受到歧

視。德國，也遭遇到只有福利沒有工作

的困境，但是在2000年代之後，藉由家

庭政策的改變，使得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過去二十年來快速地增加（Boling, 2015; 

Morgan, 2012）。

東亞福利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都

依然處於相對較低的狀況，臺灣更是如

此。日本與韓國，兩國脈絡類似。都是以

男性養家模式為基礎，女性往往附屬於男

性養家模式之中，因此往往會在結婚後就

退出勞動市場，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承

擔兒童與老人照顧的責任；並且在小孩長

大之後，可能會透過部分工時的工作，重

新回到勞動市場，也作為平衡工作與家庭

責任的一種方式（Lee, 2011; Miura, 2012; 

Osawa, 2011; Yu, 2009）。因此，日本與

韓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來講，比臺

灣來的要高一些。特別是日本，開始發展

女性經濟學，進行勞動型態改革與強化

育兒照顧（Fleckenstein & Lee, 2017; 葉崇

揚，2018）。韓國，在1997年金大中政府

就開始積極推動生產性福利（productive 

welfare）的政策，2003年盧武鉉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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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進一步推動社會投資政策，開始

透過兒童照顧政策促進女性進入勞動市

場，而後的保守政府也持續往這方面繼續

前進（Fleckenstein & Lee, 2017; 葉崇揚，

2018）。臺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較

低，主要是因為女性往往在生育小孩之

後，就完全退出勞動市場，而且缺乏部分

工時的工作以及妥善兒童照顧政策，使得

女性無法有效地平衡工作與家庭照顧責

任，而退出勞動市場（Yu, 2009）。就臺

灣的狀況而言，這是極端不利於女性的經

濟地位，因為這代表著女性如果退出勞動

市場，其經濟安全就必須附屬於或是依賴

男性的經濟地位。

再者，在後工業化的時代中，貧窮問

題的一個重要特色即是就業不見得代表脫

貧，而這對於女性而言更有可能是如此，

因為女性往往為了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

或者是因為服務業的特色，使得女性從事

部分工時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Crettaz, 

2011; Peña-Casas & Ghailani, 2011）。一

方面，勞動市場的改變，不僅單純係指

勞動市場中服務業相關工作機會的增加，

同時也涉及到非典型工作型態的增加，而

此一勞動相關的新社會風險，相對於以製

造業為主的男性，多以服務業為主的女

性，更可能面臨此一就業不穩定的風險，

而形成不穩定的無產階級（precariat）

圖 1　各國 1970-2018 年女性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1996-2019); 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1999)；中華民國統計資
料庫（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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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ckhoff et al., 2015; Leschke, 2015; 

Kalleberg, 2018; Standing, 2011; Thelen, 

2019）。另一方面，女性在後工業經濟

中，雖然開始進入勞動市場，並且在經濟

上獨立於男性，但是依然就如Hochschild 

& Machung（2012）的《第二輪班》所

言，女性依然要面臨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

蠟燭兩頭燒的困境。因此，為了解決工作

與家庭照顧責任的平衡問題，不穩定的部

分工時成為一個不得已的選擇。但是，不

穩定的部分工時工作也可能讓女性面臨更

高的貧窮風險。

圖2，顯示了當代主要福利國家的女

性從事部分工時的比例。相較之下，臺灣

女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比例並不高，這

一點都不意外，主要是因為臺灣在勞動法

上對於非典型就業的規範較為嚴格（Lue 

et al., 2015）。日本的女性從事部分工時

的比例相對較高，將近四成的就業女性

都是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主要是因為日

本女性往往會在結婚之後退出勞動市場

專心於家庭的再生產工作，包括生育、

養育小孩和照顧年長者。等到小孩長大

之後，才會重新透過部分工時的工作重

新回動勞動市場，同時作為平衡工作與

家庭則任的方法（Gottfried, 2009; Osawa, 

2011）。事實上，韓國，雖然女性勞動

參與率遠低於日本，不及兩成，但是韓

圖 2　女性部分工時的比例（單位：%）
資料來源：OECD,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臺灣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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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女性勞動的情況其實與日本類似（Lee, 

2011）。

而歐洲福利國家中，  女性勞動參

與率最高的即是荷蘭，將近六成的女性

都是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不過，主要

是因為荷蘭福利國家是建立在彈性安

全（flexicurity）的基礎上（Burri, 2009; 

Visser, 2002）。德國和英國的女性從事

部分工時的比例則是高於30%，不過兩國

的脈絡不太一樣。屬於自由主義福利國

家的英國，其勞動市場本身就相對彈性

化，因此在勞動市場中的就業有相對較高

的比例是屬於非典型就業，因此女性從

事部分工時的比例就相對較高（Morgan, 

2012; O´Reilly et al., 2009）。德國則是

因為從2005年的勞動市場改革，使得大

量的微型工作的出現（mini-jobs），而造

成女性非典型就業比例的升高（Morgan, 

2012; Weinkopf, 2009）。瑞典女性從事部

分工時的比例相對較低，僅約17%，主要

是因為瑞典福利國家開辦大量家庭政策，

並透過公部門就業機會容納女性勞動力

（Morgan, 2012）。

在後工業經濟中，女性雖然開始進

入勞動市場，經濟地位開始獨立於男性；

但是，女性的非典型就業比例相對較高，

這雖然有利於女性在面臨工作與家庭照顧

責任平衡困境時，卻可能造成勞動市場中

不利的地位，而使得女性可能在經濟上的

不獨立以及貧窮困境，進而使得女性的

地位依然從屬於男性（Esping-Andersen, 

2002b; 2009; 2016）。

圖3，顯示OECD國家的貧窮率。

OECD國家的平均貧窮率為11.67%左右，

男性貧窮率為10.92%，女性貧窮率則為

12.34%。大多數OECD福利國家男性的貧

窮率是低於女性貧窮率。少數國家，如芬

蘭、丹麥兩個北歐福利國家，女性貧窮率

都低於男性貧窮率。主因可能是因為芬蘭

與丹麥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且福利國家

可以提供適當的政策幫助女性在工作與家

庭責任之間尋得平衡（Esping-Andersen, 

2009; 2016）。歐洲福利國家中，北歐，

如冰島、荷蘭和挪威等、或者是至少強調

家庭政策的國家，如法國、瑞典等，雖然

女性貧窮率是高於男性，但是由於其普及

式的社會政策或者是廣泛地家庭政策，提

供女性能夠經濟獨立的條件，包括提供女

性就業機會以及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平衡

的政策工具。不過，另一方面，也有許多

歐洲或是北美福利國家，女性貧窮率是遠

高於男性的，譬如美國。這不僅反映了其

社會政策制度設計與家庭政策的匱乏。

但是，像韓國與日本，兩國都是依

然是傳統男性養家模式為主，在此種模

式中，女性貧窮率通常較高於男性。就

OECD的資料而言，日本與韓國的女性貧

窮率都明顯地高於男性。主要是因為女性

的經濟地位大多是從屬於男性，一旦男性

的面臨貧窮的困境，那麼女性也會陷入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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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老年女性的經濟地位是依附於男性的。

不過，在教育程度上，臺灣女性貧窮風險

最高的是大專畢業的人，而非低教育程度

的女性。而在婚姻狀況上，傳統離婚與分

居，被視作是女性貧窮風險的主因。在民

國93年的調查時，離婚與分居的女性貧窮

風險高於男性；但是，此一性別差異是逐

漸地在縮小，代表著後工業經濟提供女性

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使得他們在經濟上

可以獨立於男性。而有無工作以及工作能

力，也可以看的出來性別差異，女性無工

作但是有工作能力者，面臨更高的貧窮風

險。可能是因為國家提供所得移轉給付給

予那些無工作能力者，使得他們的貧窮風

險降低。

窮；同時，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從事非典

型的工作，也可能會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境

（Osawa, 2011）。

臺灣並不屬於OECD會員國，因此採

用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調查資料。表

1，顯示民國93年時，女性的貧窮率是高

於男性，可是在97年之後，女性的貧窮率

就低於男性了。這在國際比較中，是相對

較為特殊的，因為臺灣並沒有廣泛地家庭

政策支持女性，也沒有普及式的社會政

策。就年齡的部分，臺灣女性貧窮率出現

最高的比例是在25-44歲之間，都超越六

成；而民國107年的資料，也顯示30-40歲

之間的女性面臨最高的貧窮風險。最低的

部分，則都為60歲以上。這可能是因為臺

圖 3　OECD 國家貧窮率（貧窮線：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50%）
資料來源：OECD（2019: figure 6.4）.



社區發展季刊　170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138

專題論述

表 1　臺灣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的性別差異

93年 97年 102年 107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49.81 50.19 50.57 49.43 51.34 48.66 總計 53.05 46.95 

年齡別

未滿6歲 56.07 43.93 54.11 45.89 48.94 51.06 未滿15歲 50.58 49.42

6-11歲 53.61 46.39 50.15 49.85 51.63 48.37 15-未滿20歲 50.53 49.47

12-17歲 50.51 49.49 49.53 50.47 50.02 49.98 20-未滿30歲 46.42 53.58

18-24歲 46.72 53.28 49.83 50.17 48.66 51.34 30-未滿40歲 34.74 65.26

25-44歲 38.31 61.69 38.56 61.44 38.85 61.15 40-未滿50歲 49.26 50.74

45-64歲 56.01 43.99 57.87 42.13 61.49 38.51 50-未滿60歲 64.47 35.53

65歲及以上 55.74 44.26 59.06 40.94 56.20 43.80 60-未滿70歲 65.35 34.65

70歲以上 67.38 32.62

教育程度別

不識字 47.95 52.05 50.67 49.33 48.30 51.70
國小以下

國小或自修 54.87 45.13 55.20 44.80 54.76 45.24 52.87 47.13

國（初）中 49.09 50.91 50.45 49.55 55.74 44.26 國（初）中 55.48 44.52

高中（職） 45.19 54.81 45.78 54.22 47.78 52.22 高中（職） 51.75 48.25

專科、大學 45.13 54.87 46.15 53.85 45.17 54.83 專科、大學 43.83 56.17

研究所以上 51.46 48.54 66.86 33.14 56.49 43.51 研究所 54.86 45.14

婚姻狀況別

未婚 56.70 43.30 57.13 42.87 56.26 43.74 未婚 53.53 46.47

有配偶或同居 51.39 48.61 50.98 49.02 50.54 49.46 有配偶或同居 52.10 47.90

離婚或分居 38.95 61.05 42.39 57.61 49.44 50.56 離婚或分居 47.79 52.21

喪偶 19.00 81.00 20.00 80.00 18.87 81.13 喪偶 21.52 78.48

工作狀況

有工作 37.14 62.86 41.12 58.88 48.82 51.18
有工作

（15歲以上）
51.20 48.80

無工作 38.76 61.24 53.04 46.96 52.14 47.86 無工作 51.46 48.54

有工作能力 32.52 67.48 41.72 58.28 31.84 68.16 有工作能力 35.98 64.02

無工作能力 54.18 45.82 56.36 43.64 54.07 45.93 無工作能力 53.21 46.7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https://dep.mohw.gov.tw/DOS/lp-1768-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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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必須要認知到女性貧窮的

本質與型態在後工業社會中，已然與工業

社會中的女性貧窮的想像是不一樣的了。

因此，政策思維也應該有所改變，應該從

過去的濟貧的思維，開始轉以將貧窮視作

個人生命歷程的轉銜階段，讓個人可以順

利的度過這些轉銜階段。

三、 以生命歷程為基礎思考的社會投資

政策

社會投資政策，主要是架構在對於當

代生命歷程去標準化的重新思考。過去，

我們透過對標準化生命歷程以及男性養家

模式的想像，建立一套以男性為主的社會

政策體系，特別是透過社會保險的方式保

障男性以及其家戶的經濟安全。後工業社

會中，不僅生命歷程開始去標準化，女性

進入勞動市場，開始打破過去男性養家模

式。新社會風險的產生，迫使我們必須要

重新思考一個新的社會政策思維，也就

是社會投資政策典範（Esping-Andersen, 

2002c; Hemerijck, 2017, 2018; 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Stoesz, 2018）。

社會投資政策典範，主要是為了回應

後工業社會的新社會風險結構，同時能夠

在知識經濟體系中同時達成有效地促進經

濟與就業成長以及降低所得不平等，以同

時達成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並強調「預

防」而非「修補」。因此，社會投資認為

社會政策的目標在於讓個人能夠透過如人

力資本累積或是其他方式以預防因就業結

構和家庭型態而產生的社會與經濟風險，

而且減少貧窮的世代遞移，而非消極性透

過所得移轉體系補償風險發生後的後果

（Hemerijck, 2018; Morel et al., 2012）。

在此可以把個人生命歷程分為三個階段，

分別是兒童與教育階段、工作階段、退休

階段。

同時，根據Hemerijck（2017）的觀

點，社會投資政策應該具備三種互為互補

功能，分別是「流動（flow）」、「緩衝

（buffer）」和「存量（stock）」。流動

的政策功能，主要係指讓勞動市場轉銜

（如失業或是轉換工作）或是生命歷程轉

型（如從教育進入勞動市場或進入婚育

階段等）的過程能夠更為順暢。流動，主

要在於透過國家協助個人進行生命歷程各

個階段的資源再分配與重新配置，使個人

能夠在生命歷程整個過程中能夠具高生產

性（高度勞動參與）。如協助剛畢業的青

年、失業者、中高齡勞工和身心障礙者、

特別是有著家庭照顧責任的職業婦女能夠

重新被整合進入勞動市場。彈性安全化政

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親職假和活躍老

化政策等都具備流動的功能。緩衝係指透

過所得保障和重分配以確保經濟安全與穩

定，如失業給付或者是最低所得保障政

策。存量，係指透過各種資本的積累，維

持與提供個人的生產力與經濟資源。兒童

托育、義務教育、職業和大學訓練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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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花費大量經濟資源的事件，包括教

育、退休、購屋等等。現在許多福利國家

都開始著重在於生命歷程早期即開始協助

個人進行財產累積，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積

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包含

數個用途，教育帳戶、退休帳戶、健康帳

戶和購屋帳戶等。類似的政策也可見於香

港的兒童發展基金、英國的兒童信用基金

（Child Trust Fund）。這些財產累積的政

策並非是針對貧窮人口群，而是要針對大

多數的社會大眾，透過此種財產累積的方

式，可有助於個人的人力資本積累，形成

具有生產性的公民。

其次，生命歷程的過程中，勢必有

階段的轉型，包括從教育階段開始進入職

場工作、從職場再重新回到學校繼續累積

人力資本；或目前更為重要的議題，女性

生育、養育小孩之間工作與家庭兩者的平

衡與銜接，包括像是產假與育嬰假之後，

重新回到勞動市場，以及小孩長大之前，

兒童照顧的問題；或者是從工作階段轉到

退休階段，是否要完全退出勞動市場、是

和終生學習都是促進人力資本累積的基礎

政策。

圖4架構了一個以生命歷程為基礎的

社會投資政策典範。首先，以存量為政策

功能的政策，目標在於能夠使其在生命歷

程的早期階段即開始順利地累積各種不同

的資本存量，特別是人力資本的累積以

及財產累積政策。在社會投資政策的討

論中，最重要的即是對於人力資本累積

政策的重視，主要是因為處於目前的知識

經濟體系下，知識存量會成為影響個人

勞動市場位置的重要因素，而且勞動市

場經濟位置將會影響退休後的經濟安全

（Busemeyer & Garritzmann, 2019; Meyer 

& Bridgen, 2008）。而且此一對人力資

本的重視，並不是單純地著重於基礎教

育，而是更側重於有助於創新的高等教育

（Busemeyer & Garritzmann, 2019; Stoesz, 

2018）。其次，財產累積政策，不應只用

作脫貧，而是應該在於生命歷程早期就應

該要持續地累積財產作為經濟資源，主要

是因為個人生命歷程中，勢必會面臨許多

  兒童教育階段 工作階段 退休階段

存量 人力資本累積與財產累積政策

流動
家庭政策

積極老化政策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緩衝 所得保障與最低所得保障政策

圖 4　生命歷程政策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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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協助個人積極老化等

等。在這些階段轉銜的過程中，勢必會影

響其個人的經濟情況，因此透過適當的經

濟補貼以及政策，可以協助個人在這些轉

銜過程中更為順利。

家庭政策是社會投資政策的核心領

域（Esping-Andersen, 2002b; Morel et al., 

2012），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協助女

性（與男性）平衡家庭照顧和工作之間的

兩難。透過家庭政策，不論是透過現金補

貼或者是直接提供照顧服務、抑或是育

嬰假，並且可以透過政策鼓勵男性回到家

庭承擔照顧的責任，藉此可以有效地協助

女性找到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的平衡點，

鼓勵女性持續地或是重新回到勞動市場，

協助家庭（在某種程度上，對女性而言更

是如此）在面臨生命歷程階段轉銜時，能

夠順利地流動（Morgan, 2012; Misra et al., 

2011）。這一點對臺灣來講特別重要，因

為臺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特別低，這可能

即是鑿因於女性在面臨此種個人生命歷程

的階段轉銜時，往往必須承擔生命歷程階

段轉銜所帶來的所有後果，在缺乏資源的

情況下，使得女性必須退出勞動市場，而

使其人力資本貶值。其次，家庭政策有助

於兒童的人力資本累積。如果兒童早期照

顧與教育越完善的話，就越能促進兒童

的認知發展能力，而使得未來在人力資

本累積的過程中相對較為順利（Esping-

Andersen, 2002a; 2016）。

然而，臺灣的家庭政策並沒有這樣

的思考。臺灣家庭政策的出發點，主要是

在2000年之後，因為人口少子化的衝擊，

使得政府想要透過育兒津貼促進生育率，

而非是解決女性在工作與家庭責任的平衡

問題。雖然，近來開辦準公共化的托育政

策，以及不同的縣市中開辦了不同的托育

政策，如臺中的托育一條龍或者是新北市

公共托育政策，也都是為了解決生育率的

問題，而企圖協助女性工作與家庭責任平

衡的問題。然而，問題並非在於協助解決

女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的平衡問題，而

是在於是否能夠男性重新回到家庭，共同

分擔家庭照顧責任。這一點，在過去的政

策思維中，都鮮少被提及。在生育、養育

小孩的過程中，生命歷程轉變所帶來的成

本，不應該只有女性承擔，而是應該是由

男女雙方共同承擔。家庭政策必須考慮如

何協助家庭內的成員共同分擔工作與家庭

責任的平衡，以促進個人生命歷程的階段

轉型。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亦是如此。面臨

越來越不穩定的風險社會，特別是在AI

技術的興起之後，許多過去的工作開始面

對越來越不穩定的工作型態，譬如最近興

起的Foodpanda、Ubereat等工作，幾乎不

受限於既有的勞動法規的限制（Thelen, 

2019）。在工作型態不穩定的情況下，個

人生命歷程必然會面臨高不可確定性以及

不安全性，而使得生命歷程的斷裂情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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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與複雜。積極勞動市場，目的在

於讓個人面臨這些生涯斷裂時，能夠透過

人力資本累積（如職業訓練）政策或者是

就業創造的政策，讓個人能夠較為順利地

在生涯斷裂過程中進行流動與銜接，進而

快速地重新回勞動市場。這一方面的研究

就多如牛毛，國內學者也有相當多的著墨

（李健鴻，2015；Lue, 2013）。但是，這些

著重於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研究，都很少

從一個生命歷程的視野思考積極勞動市場

政策的功能。譬如，目前許多工作許久的

人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因素重新回到學校，

繼續積累人力資本，但是卻可能面臨所得

中斷的問題。藉由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以及

經濟補貼，可以讓此種生命歷程的階段轉

型順利的過渡。同樣地，積極勞動市場與

家庭政策並非是一個毫無關係的政策領

域，甚至可以扮演輔助的角色，譬如工作

生涯中斷的女性順利或者重新回到勞動市

場，或者是藉由部分工時的工作，讓女性

可以平衡勞動市場與家庭照顧責任，而國

家則得提供適當的安全政策。也就是說，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不應該單從努力將個人

推回勞動市場來評估，而是要在於讓個人

能夠順利地流動於不同的生命歷程階段。

然而，臺灣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是

以工作福利（workfare）為基礎，積極地

將失業者推回勞動市場或者是讓不容易找

到工作的大專畢業生或者是弱勢工作者盡

快地進入勞動市場（李健鴻，2015；Lue, 

2013）。這顯示其政策思維並非從生命歷

程轉銜的階段思考。譬如，臺灣並沒有特

別針對因為婚育退出勞動市場的女性的積

極勞動市場政策，因為女性（或男性）在

生育、養育小孩時，退出勞動市場之後而

導致其技術水準的貶值，這麼一來可能不

容易重新回到勞動市場，如果這時能夠有

效地協助她們在技術維持或者是重新回勞

動市場時能夠有適當的協助，那麼將會有

助於女性獲得更為穩定的就業機會。同樣

地，積極老化政策，其實也是面臨類似的

狀況。積極老化政策中，不論是鼓勵老人

參與社會或是勞動市場，都並非在於減少

福利國家支出或者是促進老人活化而已，

而是主要讓個人生命歷程在階段轉銜過程

中能更為順利。臺灣相關政策多著重於延

遲老年退休或者是老年失能的時間以減少

社會支出。

基本上，本文架構一個以生命歷程為

基礎的政策思維。就如同上述，如果只是

單純考慮女性貧窮問題，而以社會救助或

者是脫貧政策，政策效果將會十分有限。

因此當代社會政策的思維以及社會問題，

必須要從個人生命歷程著手。

參、結論

進入後工業社會後，不僅是產業結構

以及社會文化的結構變遷，同時個人生命

歷程也隨之改變。而過去建基於工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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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假設，所形成的福利國家制度也不

再適用於後工業社會中。因此，對於女性

貧窮的想像也就不同於以往的工業社會，

也無法以過去傳統的社會政策思考作為社

會政策設計的基礎想像。在本文我們嘗試

著提出對於女性貧窮的一種新的想像，更

加地建立在以女性做為主體的個人主義

上，從女性個人生命歷程想像與設計新的

社會政策模式。

圖3.1是本文嘗試要提出的一個生命

歷程為基礎的政策想像。我們不應該侷限

於過去工業社會中對於男性養家和標準化

生命歷程的貧窮想像，更多是在於如何根

據女性的可能生命歷程，並納入社會投資

的三個功能，流動、累積和緩衝，進行政

策思考。社會政策設計不應該是單純地考

慮脫貧，特別是在後工業社會中，而更多

是應該要如何協助個人在生命歷程的各個

階段中，能夠順利地轉銜，以及協助個人

在生命歷程中盡可能地減少斷裂，即便斷

裂也可以盡快地透過不同的積極性政策彌

補起來。換句話說，社會政策不能只單純

思考單一政策領域，或者是脫貧政策也不

能只單純地思考脫貧與否的問題，因為社

會問題與貧窮問題，通常是一連串的事件

所產生的，因此必須要連動地思考政策之

間的互補性。同時，也必須要提醒的一件

事情，看待或是比較國外的經驗，並非是

在於看待單一國家的政策好壞，因為別的

國家的政策好壞，其醞釀的社會文化與政

治經濟脈絡都與臺灣有所不同，即便相

似的東亞福利國家，也有很大的差異。我

們應該把握政策比較與歸納政策的實施原

則，好好地討論與思考甚麼樣的政策是適

合臺灣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脈絡，而非

單純地學習別的國家的政策。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 女性貧窮、女性就業、生命歷

程、社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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